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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领导数字思维: 概念界定与框架构建* 

陈  超 1  张树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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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不数字化就是等死, 数字化就是找死”已成为数字化时代下众多企业面临的最大困境, 主要原因之

一是组织内的领导者缺乏对数字化的基本认知及其底层逻辑的了解, 同时对数字化发展趋势的预判能力不

足。因此, 充分认识领导数字思维是什么以及培养领导具备数字思维并发挥其效应显得至关重要。本研究将

首先探讨领导数字思维的定义, 并辨析了其内涵维度。其次, 基于特质激活理论, 考察外在情境因素与内在自

身因素的交互对领导数字思维的影响。最后, 结合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探究领导数字思维对团队数字韧性的作

用机制。本研究将推动领导数字思维的相关研究, 并为组织培养领导数字思维以及领导本人有意识地训练自

身数字思维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法引领。 

关键词  领导数字思维, 内外在因素, 团队数字韧性, 团队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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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2024 年 7 月,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 加快

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 完善促进数字

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从 2016 年“阿尔

法狗” (AlphaGo)事件到如今引起大众热议的

ChatGPT 等均表明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数字

技术研发在国外企业的飞速推进。据埃森哲发布

的《2024 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 将近六成

的中国企业计划提高数字化投入, 相比去年增加

了 6 个百分点; 90%的中国企业认为生成式 AI 将

带来重大机遇。那么, 中国企业如何走出“不数字

化就是等死, 数字化就是找死”这个魔咒, 从而实

现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便成为企业家及学者关注

的焦点问题。值得高度重视的是, 在企业推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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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过程中, 由于数字化虚拟人“抢饭碗”而遭员

工抵制、新引进的数字化技术与组织文化并不匹

配、因数字化手段推行使员工感觉被监视等问题

日益凸显(Frey & Osborne, 2017; 万伦来, 杨泓艺, 

2022), 究其背后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组织内的领

导者缺乏对数字化的基本认知及其底层逻辑的了

解, 同时对数字化发展趋势的预判能力不足。因

此 , 我们认为数字化时代下的领导者必须具备

“数字思维” (digital mindset)。 

数字思维已逐渐引起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关注

与重视。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

规划》中强调, 数字思维有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

转型。2022 年《光明日报》刊出的《以数字化思

维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一文中突出了数字

思维对于企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埃森哲及麦

肯锡等管理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均表明, 数字思

维能够提升企业数字化能力。此外, 已有一些企

业采取措施以培养领导及员工的数字思维, 例如, 

飞利浦(Philips)、莫德纳(Moderna)和联合利华

(Unilever)等公司通过提供一套发展线图, 以便在

现有的人才库中培养数字思维(Paul & Ts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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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法国信息科技服务公司源讯(Atos)的执行

长蒂埃里•布雷顿及其团队制定了数字转型工厂

这项技能提升认证计划, 让领导及员工学习数字

科技和人工智能, 从而使领导和员工具备数字思

维。正如华为原 CIO 周良军提及, 寻找培养管理

者数字思维的途径及措施尤为关键, 然而, 现阶

段大多数企业仍处于摸索中。 

具有数字思维的领导对团队数字韧性产生重

要影响。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 VUCA 环境

下, 领导者必须直面由数字化引起的人机矛盾、

上下级冲突等众多挑战, 并充分利用数字化来实

现“借力打力”, 数字韧性(digital resilience)成为领

导确保其所在项目团队“化险为夷”和持续前进的

重要因素。团队数字韧性是指团队有效地利用和

部署数字技术来对外部冲击进行响应、调整与适

应(周晓雪, 崔淼, 2024)。全球著名国际数据机构

IDC 在《打造企业数字化韧性的战略与举措》研

究报告中提及, 管理者在打造数字韧性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在 2022 年钉峰会上, 钉钉将“数字韧

性”作为年度数字化趋势关键词。同时, 钉钉总裁

叶军提出, 实现韧性增长是值得每个领导者思考

的问题。此外, Paul 和 Tsedal (2022)在《数字思维：

在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时代繁荣发展真正需要

什么》一书中指出, 拥有数字思维的领导更能够

让其所在群体处于取得成功的有利地位, 并建立

具有韧性的工作人力。 

尽管领导数字思维在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机

遇与挑战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但是学术界对于

领导数字思维的认识仍处于探索阶段。首先, 相

关研究关于数字思维的定义及内涵并不统一

(Christy, 2023; 郭琳, 2022; Solberg et al., 2020)。

同时, 亟需针对领导数字思维的探究以进一步拓

展与丰富相关研究, 然而, 至今尚未有学者开展

关于领导数字思维的概念及内涵的界定与研究。

其次,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思维作为一个积

极构念值得被关注与被重视(Solberg et al., 2020), 

并且已有一些企业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 , 如培

训、打造组织文化等培养领导数字思维, 但哪些

因素(如情境因素、领导内在因素)会对领导数字思

维产生积极影响尚未得到理论论证与实证检验。

最后, 领导数字思维的有效性有待探索。在抓住

数字化带来的机遇的同时, 我们更应该关注数字

化带给团队许多难以预测的困难与挫折, 作为一

种从逆境中恢复过来的能力, 数字韧性对团队愈

发重要(Stoverink et al., 2020), 如何提高团队数字

韧性成为摆在领导者面前的一项关键的现实课

题。因此, 探究领导数字思维对团队数字韧性的

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基于此, 本研究将基于研究现状并结合相关

理论以全面探究领导数字思维这一关键研究主

题。具体而言, 第一, 本研究明晰了领导数字思维

的定义, 同时辨析了其内涵维度。第二, 本文将结

合特质激活理论, 探究外在情境因素及领导内在

因素的交互对领导数字思维的影响。第三, 本研

究将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考察领导数字思维

对团队数字韧性的作用机制。 

2  研究现状与评述 

2.1  数字思维的概念和内涵 

通过文献综述可以发现, 学者们逐渐从不同

角度给出了关于“数字思维”这一新兴构念的认

识。一些学者从能力角度对数字思维的特征进行

了描述。如 Lipman (2017)认为组织的数字思维包

括失败的能力、检验新想法的能力、灵活与合作

的能力等。Christy (2023)认为数字思维是支持协

作、创新、知识共享、持续改进、敏捷性、灵活

性的组织结构和流程, 并让员工认识到数字技术

是组织的战略支柱。此外, 学者们也从态度及行

为角度给出了数字思维的定义。例如, Solberg 等

人(2020)结合数字化转型的情境 , 提出的数字思

维概念是基于两个普遍的、个人持有的信念, 即：

第一种是自我导向的信念, 反映了个人对学习和

使用新技术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是固定的或可塑

的信念。第二种是情境导向的信念, 反映了技术

变革的情境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必须争夺的有限资

源构成的, 而不是各方都有机会获得的可扩展资

源的信念。郭琳(2022)指出, 数字思维是基于数据

与算法, 并由此来实现对问题的求解、对行为的

理解或更清晰具体的任务目标。Paul 和 Tsedal 

(2022)指出 , 数字思维是一套态度和行为 , 让人

员和组织得以看到数据、算法和 AI 如何开启新的

可能性, 并在日益由数据密集的技术和智慧科技

所主宰的商业领域中描绘成功之道。 

本研究将上述有关数字思维的概念及内涵汇

总至表 1。由此可得, 首先, 目前学者们主要从能

力、态度及行为这几个角度对数字思维进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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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字思维的主要概念与内涵 

不同视角 作者及年份 概念及内涵 

能力角度 

Lipman (2017) 组织的数字思维包括失败的能力、检验新想法的能力、灵活与合作的能力等。

Christy (2023) 数字思维是支持协作、创新、知识共享、持续改进、敏捷性、灵活性的组织结

构和流程, 并让员工认识到数字技术是组织的战略支柱。 

态度及行为角度 

Solberg et al. (2020) 数字思维概念是基于两个普遍的、个人持有的信念, 即: 第一种信念是自我导向

的, 反映了个人对学习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是固定的或可塑的信

念。第二种信念是形势导向的, 反映了技术变革的情境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必须

争夺的有限资源构成的, 而不是各方都有机会获得的可扩展资源的信念。 

郭琳(2022) 数字思维是基于数据与算法, 并由此来实现对问题的求解、对行为的理解或更

清晰具体的任务目标。 

Paul & Tsedal (2022) 数字思维是一套态度和行为, 让员工和组织得以看到数据、算法和 AI 如何开启

新的可能性并在日益由数据密集的技术和智慧科技所主宰的商业领域中描绘成

功之道。 

 

其次, 学者们对数字思维内涵的认识存在多样性, 

目前尚未形成一个较为清晰、达成共识的定义 , 

同时, 关于领导数字思维的概念及内涵仍处于探

索阶段。因此, 我们认为, 未来研究非常有必要开

展关于领导数字思维概念与内涵的理论推导与构

思检验。 

2.2  数字思维与数字情境下其他思维的区分 

2.2.1  数字情境下的相关思维研究 
目前,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逐渐开展了一系列数

字情境下的思维研究, 包括计算思维(computational 

thinking)、流量思维 (flow thought)、成长思维

(growth mindset)以及 AI 意识(AI awareness)等。同

时, 不同思维各具特点且各有侧重。 

具体而言, 计算思维强调人们将身边的问题

用计算方法快速指定有效解决方案的思维与能力, 

包含从编程概念、算法能力到思维意识等一系列

要素(Corradini et al., 2017)。计算思维是在现代以

来的计算科学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的, 已成为当

前人类社会的主导性思维方式(郭琳, 2022)。随着

数字技术的不断涌入, 人们将面临更多与算法、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有关的问题, 计算思维将显

得更为重要。由此可知, 计算思维是更为注重数

据及其分析的思维方式, 且在数字经济时代依然

发挥重要作用。 

流量思维是在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出

现的一种新观念, 且流量思维是管理者思想层面

或企业战略层面的变量(彭俞超 等, 2022)。在数

字经济时代, 流量思维指一种做大客户群体、占

领市场份额并将这些客户资源变现的经营理念。

其背后的根源在于, 数字经济时代下广泛的获客

来源与低廉的获客成本(彭俞超 等, 2022)。流量

思维的核心在于流量的“变现”, 而流量思维盈利

模式就是我国企业大量采用的一种流量变现模

式。由此可见, 拥有流量思维的个体可以采用降

低价格或增加营销投入帮助企业吸引流量与占领

市场, 进而在供应链中获取优势地位。 

自成长思维这一概念被提出以来, 一直受到

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成长思维与固定思维(fixed 

mindset)相对应。Yeager 和 Dweck (2020)指出, 具

有成长思维的个体认为智力、性格等属性是可塑

的。学者们认为拥有成长思维的领导可以通过促

进适应性学习、鼓励员工反思以及对变革的开放

态度来影响组织的灵活性和对变革的开放态度

(Zhang et al., 2023)。尤其在当下数字经济迅速崛

起, 网络基础设施与智能终端等信息技术不断升

级, 数字经济的变革改变了现有的组织与管理模

式 , 这大大增加了领导与员工工作的不确定性 , 

而具备成长思维的管理者更注重提高和发展组织

成员的能力 , 并重视和奖励员工从错误中学习

(Zhang et al., 2023), 因此, 成长思维可帮助领导

及员工更好地适应迅速变化的数字化环境。 

除了以上几种思维方式, 随着数智化浪潮的

来临, AI 意识这一基于现实背景与未来趋势的前

瞻性思考的构念逐渐被更多学者们关注与探究。

AI 意识是作为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心理构念, 

具体是指员工对 AI 技术替代性的深度理解、对

AI 技术发展的机遇评估及对 AI 技术的应用与发

展趋势认知(桂橙林 等, 2024)。由于 AI 技术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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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工作场所中, AI 意识显得更为重要。当员

工认为 AI 技术损耗其资源时, 即 AI 意识会对其

工作态度及行为产生消极影响(Teng et al., 2023)。

同时, AI 意识对员工也具有潜在激励作用(He et al., 

2023), 因此值得推崇。由此可以看出, AI 意识不

仅反映了员工对职业未来的担忧与思考, 而且也

是应对 AI 时代挑战和机遇的关键所在。 

2.2.2  数字思维与数字情境下其他思维的区别与

联系 

通过上述关于数字情境下各种思维研究进展

的回顾可知, 不同的思维概念各有侧重, 如表 2

所示。计算思维更加侧重于自我导向, 关注于自

身对各类计算方法的掌握, 并能够使用不同方案

以有效解决各类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下, 具备

流量思维的个体则更关注市场这一外在情境, 试

图通过吸引流量和占领市场从而在供应链中获取

优势地位。个体在具有成长思维时, 会更关注于自

身能力的发展与提高, 且认为内在智力等属性是

可塑的, 由此可见, 成长思维更侧重于自我导向。 

值得指出的是, 上述几类思维虽然可为领导

数字思维概念边界明确提供重要支持, 但它们均

无法替代领导数字思维的明显特征及重要价值。

具体而言, 目前关于数字思维并未形成清晰的界

定, 但通过现有围绕数字思维的研究可知, 数字

思维是一套态度和行为(Paul & Tsedal, 2022)。正

如 Solberg 等(2020)提及, 数字思维兼顾自我导向

与情境导向。从自我导向的角度来看, 具备数字

思维的个体(包括领导)将更具包容性, 兼顾人为

与计算思维(郭琳, 2022)。从情境导向来看, 当具

备数字思维时, 个体将关注数字技术, 更聚焦于

如何应用数字技术认识数字化现实(郭琳, 2022)。

此外, 虽然 AI 意识兼具自我与情境导向, 但此构

念强调人们对 AI 技术的主观感知, 是一种直觉性

的心理现象(Xu et al., 2023), 而数字思维则侧重

对数字技术的处理与组织能力 (Solberg et al., 

2020), 可采用明确的符号及语言进行表达与计

算。基于上述关联与区别, 我们认为, 数字思维是

一个边界清晰, 与数字化情境下其他的思维概念

存在显著差异, 且能够促使数字化情境下领导思

维理论实现明显突破的重要概念。 

2.3  影响数字化转型效果的领导力研究进展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 领导对于组织

实现数字化转型成功至关重要。通过文献综述可

总结出, 围绕影响数字化转型的领导力研究大致

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将数字化转

型作为情境的领导力研究, 即学者们主要探究数

字化转型下相关领导理论的变化。第二个阶段是：

数字化领导理论的创新研究, 即学者们逐渐将数

字化融入到领导的相关理论中, 数字化转型下领

导力的内容已发生了本质变化。 

 
表 2  数字思维与数字情境下的其他思维比较 

比较内容 计算思维 流量思维 成长思维 AI 意识 数字思维 

概念定义及

内涵 

计算思维强调人们将

身边的问题用计算方

法快速指定有效解决

方案的思维与能力 , 

包含从编程概念、算

法能力到思维意识等

一系列要素。 

在数字经济时代, 

流量思维指一种

做大客户群体、占

领市场份额并将

这些客户资源变

现的经营理念。

成长思维是更注重

提高和发展内在的

能力, 并认为智力

等属性是可塑的 , 

能从错误中学习。

人工智能意识被

定义为员工对人

工智能影响未来

职业生涯的认知

数字思维是一套态度

和行为 , 让员工和组

织得以看到数据、算法

和 AI 如何开启新的可

能性 , 并在日益由数

据密集的技术和智慧

科技所主宰的商业领

域中描绘成功之道。 

回应的问题 如何利用不同计算方

法解决问题 

如何做大客户群

体、占领市场 

如何提高与发展

自身的能力 

如何利用 AI 影

响员工未来职业

发展 

如何塑造认知活动以

适应数字化情境 

概念的文献

出处 

Corradini et al. (2017) 彭俞超 等(2022) Zhang et al. (2023) Teng et al. (2023) Paul & Tsedal (2022)

自我导向      

情境导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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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 学者们主要是把数字

化转型作为情境, 并围绕数字化转型下领导的社

交、决策、技能等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第一, 在领导社交方面, 激励员工是领导在数字

化转型下需要掌握的关键技能 (Horner-Long & 

Schoenberg, 2002), 主要原因是领导为员工提供

自主权的数字工具, 可能会让下属变得更加的孤

立(Pulley & Sessa, 2013)。同时, Jungst 等人(2022)

发现数字化交流削弱了 LMX 关系对员工参与的

积极影响。中国学者李正东(2022)认为在数字化转

型中领导共情对员工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此

外,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 人们面临大量人

与 AI、人与大数据等新的互动关系, 如何应对伦

理挑战显得尤为重要, 伦理性领导的价值也因此

得以体现(Cortellazzo et al., 2019)。第二, 在领导

决策方面, 数字技术的引入使组织对速度具有更

高要求。学者们认为, 数字化转型下的领导往往

被迫迅速做出决策 (Horner-Long & Schoenberg, 

2002)。紧迫感会使领导在不了解所有信息或没有

时间分析问题的前提下做出决定, 这会使领导出

现习惯性反应, 而非创新的想法(Pulley & Sessa, 

2013)。为应对此情况, 领导需容忍不确定, 并保

持创造性(Schwarzmüller et al., 2018)。数字化转型

使领导更快审视问题并提供创新答案的同时, 应

用 数 字 技 术 也 使 领 导 可 做 出 更 明 智 的 决 定

(Cortellazzo et al., 2019)。此外, 数字化使员工实

时参与许多决策过程, 提高其参与度。因此, 领导

应采取更具包容性的行事风格(Schwarzmüller et 

al., 2018)。第三, 学者们也强调了数字转型下领导

掌握技术能力的重要价值。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

断更新, 领导还需要理解和管理各种技术的使用, 

IT 知识和技能已成为数字化环境高效运行的必备

条件(Horner-Long & Schoenberg, 2002)。同时, 领

导对当前技术的掌握必须与紧跟最新技术发展的

能力相平衡(Roman et al., 2019)。以上均强调了采

取持续学习的方法来发展领导技能的必要性。 

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化, 数字化下转型领

导力的研究进入到第二个发展阶段, 数字化逐渐

融入到领导的相关理论中, 即数字化转型下领导

力的内容已发生了本质变化。同时, 出现了一些新

型领导风格, 包括数字领导力(digital leadership)、

电子领导力 (E-leadership)、数字化转型领导力

(digital transformation leadership)、算法领导力

(algorithmic leadership)等。具体而言, 第一, 数字

领导力是指领导者察觉并识别数字环境的变化 , 

有效整合数字技术与传统技术, 实现组织提升的

能力, 目前学者们主要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以建构

数字领导力的理论结构(如 Roman et al., 2019; 

Cortellazzo et al., 2019; 李燕萍, 苗力, 2020)。第

二, 与数字领导力紧密相关的概念是电子领导力, 

把“电子”与“领导力”作为一个整体使用, 凸显了

领导力受到信息技术的影响。电子领导是指由先

进信息技术(AIT)中介的社会影响过程, 以改变个

人、团体和组织的态度、感受、思维、行为和表

现(Avolio et al., 2000)。已有研究探讨了电子领导

力在虚拟组织、无边界组织以及跨文化团队中的

应用等(Avolio et al., 2014)。第三, Harms 和 Han 

(2019)指出, 算法领导力是指激励、支持、推动员

工在算法管理下有效进行工作的领导行为, 并在

研究中指出算法领导力对于团队与组织效能实现

具有重要意义。第四, Alnuaimi 等人(2022)提及数

字化转型领导这一构念, 并通过研究发现, 数字

化变革领导通过正向影响组织敏捷性, 进而对数

字化转型起到积极作用。 

由此可以得出, 国内外学者们已逐步开展数

字化转型下领导力的相关研究, 并主要经历了两

个发展阶段。而领导数字思维正是属于数字化转

型下领导力研究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范畴。同时 , 

已有学者在构建数字领导力的维度时提及数字战

略思维这一维度(李燕萍, 苗力, 2020), 但关于领

导数字思维研究当前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 主要

是围绕数字思维概念的初步认识, 关于领导数字

思维的概念内涵、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果研究尚

未获得实证证据支持。 

2.4  数字韧性相关研究进展 

2.4.1  数字韧性的概念 

随着数字转型浪潮的不断推进, 企业对数字

技术的引入与推广引起新的技术风险(付丽华, 叶

青青, 2024), 因此需要加以管理, 数字韧性这一

概念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与重视, 但仍呈现出

“碎片化”特点。通过文献综述可知, 当前对于数字

韧性的界定主要从以下两个视角开展。第一, 已

有学者从数字冲击视角出发, 对数字韧性进行定

义。具体地, 有学者将数字技术作为关注对象, 并

认为数字韧性是数字技术体系在遭受破坏或干扰

时, 可维持系统运行并从消极影响中恢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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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ght, 2016)。此外, 还有学者关注数字化主题, 

将数字韧性定义为数字化主体应对数字化引发的

各类威胁的能力(Fleron et al., 2021), 并且是各类

主体有效应用数字技术、推进数字化进程的重要

保障。第二, 有学者基于数字赋能的视角对数字

韧性做了界定。具体地, 部分学者将数字技术作

为关注对象, 认为数字韧性主要体现了数字技术

应用可提升所在更大范围系统韧性的特征(Dupin 

et al., 2022)。而也有学者从数字化主体的角度出

发, 并认为数字韧性是指数字化主体应用数字技

术以应对各类威胁与挑战(Tim et al., 2020)。 

由此可知, 当前关于数字韧性的概念主要从

数字冲击与数字赋能两个视角进行了探讨, 并未

形成公认的界定。结合本文的模型及具体研究内

容, 本研究将从数字赋能视角出发, 以数字化主

体为关注对象, 对团队数字韧性进行界定, 其具

体是指团队成员基于数字技术在各类威胁与挑战

中的适应与恢复。 

2.4.2  数字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文献综述发现, 目前, 学者们主要探究

了个性、数字技术使用、数字化战略、领导等作

为数字韧性的影响因素展开相关研究。具体而言, 

Sharma 等人(2022)通过构建一个模型, 介绍了家

庭、社区、个体三个方面的因素对数字韧性的潜

在影响。家庭方面主要包括开放的交流、共享数

字相关知识、关于数字设备的公开讨论等; 社会

包括公众对使用数码产品的认识、举报与投资科

技机构等; 个体包括自信、自尊、乐观、人际关

系与爱好等。已有学者探究得出各技术使用对数

字韧性的积极作用, 如 Wright (2016)也提及, 数

字工具可以通过提供数据、基于证据的社区决策

建议 , 从而帮助社会提升数字韧性。Zeng 等人

(2022)发现 AI 应用对数字韧性具有积极作用。

Mangalaraj 等人(2022)发现, IT 能力可以使组织

在面对中断时更具响应性和敏捷性, 即提升数字

韧性。从组织战略角度出发, Mehedintu 和 Soava 

(2022)发现, 数字核心投资(digital core investments)

以数字创新投资(digital innovation investments)为

中介, 对企业的数字韧性有正向影响。而国内学

者周晓雪和崔淼(2024)认为开展数字化战略(环境

适配性学习和数字技术嵌入更新活动)有助于塑

造数字韧性。此外, 值得指出的是, 已有学者初步

探究了领导者对数字韧性的影响。有研究还发现

由最高级别 IT 管理人员(如首席信息官)管理和控

制的任何 IT 支出, 有助于数字韧性的提升。 

由此可知, 当前学者们已逐渐从不同层面、

不同角度关注了数字韧性的影响因素。探究了组

织的数字化战略、家庭及社会具有的特点、员工

自身的特性等对数字韧性的作用。然而, 虽然已

有学者关注了领导行为在对数字韧性的作用, 但

围绕领导技能, 尤其是领导数字思维与团队数字

韧性的关系研究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且二者的

关系至今仍不明晰。 

2.5  现有研究评述 

第一 , 关于“领导数字思维的概念及内涵维

度”仍不明晰。目前关于数字思维的定义及认识并

不一致且多把数字思维看作一种能力或态度及行

为。同时, 目前关于数字化转型下的领导力研究

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将

数字化转型作为情境的领导力研究, 而第二个阶

段是将数字化与领导力结合的理论创新研究, 而

领导数字思维恰好属于数字化转型下领导力的第

二个发展阶段范畴。此外, 目前关于领导数字思

维的概念及内涵仍处于探索阶段。 

第二, 未能回答“领导数字思维受哪些内、外

在因素影响”这一问题。培养及激发领导的数字思

维逐渐成为组织及领导关注的焦点, 然而当前大

多企业对于培养领导数字思维的有效措施与途径

仍在摸索, 同时, 有关领导数字思维的前因研究

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有学者(如 Babalola et al., 

2021; Deng et al., 2022; Eissa et al., 2019)分别探究

了情境因素和个体内在因素对其他领导思维(如

领导底线思维、领导成长思维等)的影响, 但是对

数字化情境因素以及领导自身因素如何影响其数

字思维的研究还有待探索。 

第三, 对于“领导数字思维的作用机制”仍未

开展。数字思维作为一种伴随数字技术而出现且需

要领导必备的重要思维, 然而, 目前关于领导数字

思维效能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仍十分欠缺。虽

然 Paul 和 Tsedal (2022)提及, 领导数字思维会对团

队韧性产生潜在正向影响, 但是尚未有学者具体

论述并验证领导数字思维如何积极作用于团队数

字韧性, 同时哪些情境因素会增强二者间的关系。 

3  研究构想 

本研究将综合文献综述、焦点访谈、情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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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总体研究框架图 
注：LLX 表示领导−领导交换关系; LMX 表示领导−成员交换关系; TMX 表示团队−成员交换关系。 

 

验、问卷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 聚焦“领导数字思

维的理论模型构建”这一研究问题, 首先, 厘清领

导数字思维的概念及内涵维度; 其次, 考察领导

数字思维的内、外在影响因素; 最后, 探究领导数

字思维对团队数字韧性的影响机理。总体研究框

架如图 1 所示。 

3.1  领导数字思维概念的明晰及内涵维度的确定 

通过对现有文献综述与回顾, 我们发现, 领

导数字思维是一个新兴概念 , 尚未得到充分关

注。现有数字思维相关文献主要是理论性论述 , 

尝试阐明数字思维的定义, 但未曾开展大样本实

证数据收集与验证工作。因此, 研究 1 将围绕领

导数字思维概念及内涵, 开展严谨的理论推导与

实证检验。 

3.1.1  领导数字思维的定义 

目前关于数字思维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组织与

个体层面, 关于团队层面领导数字思维的概念仍

不明晰。Solberg 等(2020)结合数字化转型情境认

为, 个体数字思维包含自我导向与情境导向两个

方面的信念。其中自我导向信念反映了个人对学

习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是固定的或

可塑的, 情境导向信念反映了技术变革的背景在

多大程度上是由必须争夺的有限资源构成的, 而

不是各方都有机会获得的可扩展资源。文中还提

及以上构成个体数字思维的两种信念对于数字化

转型举措的反应非常重要。郭琳(2022)指出, 数字

思维是基于数据与算法, 并由此来实现对问题的

求解、对行为的理解或更清晰具体的任务目标。

Paul & Tsedal (2022)指出, 数字思维是一套态度

和行为, 让人们得以看到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

如何开启新的可能性, 并在日益由数据密集的技

术和智慧科技所主宰的商业领域中描绘成功之

道。可见, 学者们对于数字思维概念达成的共识

是 , 对于个体(包括领导)而言 , 它是一种认知活

动, 描述了个体基于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等以

认识数字现实的方式。 

基于文献综述部分关于组织层面及个体层面

数字思维的分析可以得知, 领导数字思维是基于

数字、算法与人工智能等方式以更快实现对数字

现实的认知, 因此, 本研究对团队层面领导数字

思维给出以下定义：领导通过数据、算法、人工

智能等方式开启新的可能性以更快应对环境变化

的态度与行为方式。 

3.1.2  领导数字思维的内涵维度 

由文献综述部分数字思维与数字情境下其他

思维的区分可以得知, 数字思维兼顾自我导向和

情境导向两方面。本研究从以上两个方面并结合

相关研究初步给出领导数字思维的内涵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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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琳(2022)指出, 具备数字思维的基础是理解

数据与算法等技术, 这与 Paul 和 Tsedal (2022)的

观点不谋而合, Paul 和 Tsedal (2022)在描述数字思

维时明确提出个体认识到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

等方式开启新的可能性的重要性, 同时, 上述学

者们在《数字思维: 在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时

代繁荣发展真正需要什么》一书中进一步解释道, 

具备数字思维的个体不必学习编程或者计算机语

言, 但是需要理解数字技术。可见, 领导数字思维

的第一个内涵维度是要求领导懂数字技术, 能关

注并了解组织中的数据、算法以及技术工具, 即

数字理解能力(digital understanding capabilities)。 

Solberg 等人(2020)指出, 具备数字思维的个

体认为智力、能力及其他基本属性均为可塑的个

人资源, 同时, 这些个体能够主动改进数字转型

计划中引入的技术及流程。当组织内引入数字化

系统、工具等, 领导将面临持续迭代的压力, 这也

要求领导需要具有不断优化的心态。此外, Christy 

(2023)在阐述组织层面数字思维的具体特征时 , 

也提及持续改进的重要性。领导需要意识到不断

更新数字化技术对于组织保持竞争优势尤为关

键。所以, 我们提出, 领导数字思维的第二个内涵

维度是领导要有不断改进数字化系统等的心态 , 

即持续优化信念(continual improvement belief)。 

此外, 在数字化时代, “快”的思维已逐渐深入

组织内各层级人员的意识中。郭琳(2022)提及, 具

备数字思维的个体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唤起自

身对数据有关的技术等问题的关注。Lipman (2017)

在阐述具备数字思维的组织特征时提及了敏捷性

这一重要特征。同时, Christy (2023)在描述数字思

维时, 也强调了敏捷性的重要性。对飞速变化的

内外部情境保持敏捷的回应是领导在数字化下必

备的能力之一。因此, 我们认为, 领导数字思维的

第三个内涵维度是领导需要对变化的环境做出迅

速应变, 即敏捷响应能力(agile responsiveness)。 

陈晓萍(2022)指出 , 个体具备数字思维的一

个重要体现就是在虚拟 /在线情境中保持与合作

者的长久联系, 通过及时更新消息使对方知晓项

目进度, 并且还需通过引起对方好奇以保持持续

沟通, 此外还可通过一同进餐、运动等社交活动

与他人建立和谐良好关系。Lipman (2017)在阐述

组织层面数字思维时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 同时, 

Christy (2023)认为支持协作与其他特性包括知识

共享等有利于组织结构与流程的改进。因此, 我

们认为, 领导数字思维的第四个内涵维度是领导

要具备与外界合作与共享的观念, 即合作共享观

念(cooperation and sharing view)。 

基于以上理论推导, 我们认为领导数字思维

的内涵应当包含 4 个维度。其中, 数字理解能力

与持续优化信念属于自我导向, 而敏捷响应能力

与合作共享观念属于情境导向。因此, 提出以下

命题： 

命题 1: 领导数字思维包含数字理解能力、持

续优化信念、敏捷响应能力、合作共享观念等 4

个维度。 

3.2  影响领导数字思维的内、外在因素研究 

通过综述领导思维的相关文献发现, 学者们

围绕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两个方面分别开展了领

导思维影响因素的研究。具体而言, 在个体因素方

面, 例如, 学者们探讨了领导沟通方式(Greenbaum 

et al., 2021)、领导情绪耗竭(Rice & Reed, 2022)对

领导底线思维形成的影响。Deng 等人(2022)发现, 

主动性人格有利于提升个体成长思维。在情境因

素方面, 例如, 学者们以定性描述的方式探究了

组织薪酬制度对领导底线思维的影响 (Babalola 

et al., 2021; Eissa et al., 2019)。此外, Chen 等人

(2022)发现认知训练有利于提升成长思维。然而, 

少有学者探究外部情境因素, 尤其是数字化情境

与个体内在特质的交互对各类领导思维的影响。  

特质激活理论指出, 情境是否影响个体, 主

要源于情境如何被个体感知, 而人格特质需要借

助外在情境才能得以体现。外部的情境和个体的

内在特质之间具有交互作用, 这种交互作用可以

有效预测个体的态度与行为(Tett & Burnett, 2003), 

特质激活过程就是在适应的情境中唤醒潜藏在个

体内部的特质, 这种被激活的特质会让个体表现

出相应的态度与行为。基于以上领导思维的影响

因素研究及关于特质激活理论的阐释, 本研究试

图基于特质激活理论, 考察数字化情境与个体特

质的交互对领导数字思维的影响。 

第一 , 数字培训(digital training)与内在因素

交互影响领导数字思维。数字培训是指通过培训

向员工提供数字化知识和技能(Pham et al., 2023)。

通过开展一系列数字培训, 可以使得领导了解并

关注数字技术, 尤其对于具备一些具体特质(如开

放性、前摄性、尽责性)的领导而言更加易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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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思维。具体而言, 对于具有开放性人格的领

导而言 , 其对于新的数字技术持有包容的态度 , 

乐于尝试新事物并对风险也具有较大的容忍度 , 

因此, 当具备开放性个性的领导参与数字培训时, 

其更容易吸收和接纳新的数字技术等, 从而有利

于培养数字思维。对于具有前摄性人格的领导来

说, 其能够主动地尝试并接受一些新的事物(Wang 

et al., 2017), 因此, 数字培训对于具有前摄性人

格的领导是一次学习新数字技术的良好机会, 从

而能够在数字培训中锻炼自己的数字思维。此外, 

对于尽责性较强的领导而言, 其会意识到数字培

训是一次提升自我及更好推动团队发展的机会。

因此, 尽责性强的领导在参与了数字培训后能够

较全面地掌握数字技术, 并获得数字思维。 

第二, 数字激励(digital incentive)与内在因素

交互影响领导数字思维。数字激励是指基于数字

技术构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 对组织内的个体进

行激励的过程(Sun & Zhang, 2021)。数字技术为人

事活动的开展搭建了数字环境, 为数字激励的运

行奠定基础。当团队实施数字激励时, 对领导在

数字化掌握方面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对于具备开

放性、前摄性、尽责性等个性的领导而言更倾向

于培养自身的数字思维。具体而言, 对于拥有开

放性人格的领导来说, 其会接纳以数字技术构建

起来的数字平台系统, 同时, 数字激励能够实现

对领导行为的精准测度, 能够确保考核的透明公

开与结果公平, 这使得具有开放性人格的领导更

倾向于尝试理解与关注数字技术, 从而形成数字

思维。具备前摄性人格的领导倾向于积极规划自

己的工作(Wang et al., 2017), 其会主动学习以数

字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激励机制, 这有利于领导

从传统的工作思维向数字思维转变。数字激励要

求领导必须具备一定的数字化能力, 对于尽责性

强的领导来说, 为了实现团队的一致性目标, 领

导会努力增强其对数字化的深入认识, 这有利于

数字思维的形成。 

第三, 数字氛围(digital climates)与内在因素

交互影响领导数字思维。数字氛围是指成员感知

其所处工作环境支持数字化活动的程度(Avtalion 

et al., 2024)。当团队具有数字氛围时, 领导时时处

处包围在数字化相关信息的“海洋”中, 领导能够

时刻感受到数字技术和系统对于团队发展的重要

性, 尤其是对于具有开放性、前摄性、尽责性等

性格的领导更能从数字氛围中主动且敏锐地捕捉

到有价值的信息, 并逐渐培养其数字化思维。具

体而言, 对于开放性较高的领导来说, 能够体会

到工作环境对数字化的提倡, 其会以一种包容的

心态面对新的数字化技术, 这有利于领导数字化

思维的培养。对于具有前摄性人格的领导而言 , 

其会积极规划自己的工作, 参与到特定的职业行

为来使自己在工作中保持投入(杨洋  等 , 2022), 

当其感受到数字化氛围时, 其会主动采取行动以

适应环境(张兰霞 等, 2022), 这有利于培养其数

字化思维。尽责性较强的领导能够充分感受到所

处环境对数字化的重视, 因此, 为了带领成员更

好地完成团队内的共同数字化任务, 其会努力培

养数字思维。此外, 例如健康服务公司飞利浦, 为

了培养领导及员工的数字化思维, 其非常注重建

立数字氛围, 建立了由 AI 运作的基本设施, 并能

够调整以配合特定需求和步调。基于此, 提出以

下命题:  

命题 2: 在数字化情境下, 情境因素(如数字培

训、数字激励、数字氛围)和领导的内在因素(如开

放性、前摄性、尽责性)会交互影响领导数字思维。 

3.3  领导数字思维对团队数字韧性的作用机制

研究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指出, 领导是社会线索的

关键来源, 会影响到成员间的互动模式, 通过促

使成员对工作中的现状及问题形成一致性观点 , 

进而对团队产出产生影响(Liu et al., 2014; Salancik 

& Pfeffer, 1978)。因此, 研究 3 试图考察领导数字

思维通过影响团队心理状态, 进而作用于团队数

字韧性。此外,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提及, 成员所处

的工作环境, 包括任务特征、社会交互等具有重

要的调控作用 (Salancik & Pfeffer, 1978), 因此 , 

本子研究试图进一步探究数字任务特征、团队层

面社会交换关系作为边界条件所起到的调节作

用。基于以上分析, 本子研究结合社会信息加工

模型, 构建了领导数字思维影响团队数字韧性的

理论模型。 

3.3.1  领导数字思维与团队数字韧性 

首先, 当领导具备数字思维时, 其拥有个人

导向, 会从自身出发提升团队数字韧性。具体而

言, 拥有数字思维的领导会主动了解与关注最新

数字技术, 这使领导所在团队能够有效利用数字

技术来应对外部技术迅速的更新。同时, 拥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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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思维的领导会有意识地更新和优化团队内现有

的数字技术 , 此时 , 即使外部环境发生变动 , 领

导也能利用数字对外部的冲击做出调整及应对 , 

因此, 领导数字思维会对团队数字韧性具有积极

作用。 

其次, 拥有数字思维的领导同时会具有情境

导向, 即会考虑外在情境因素以促进团队数字韧

性。具体而言, 当领导具备数字思维时, 其能够更

快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能够抓住和善用新的机

会, 这使领导能够更有效地管理团队, 即使在数

字发展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与挫折, 领导也能带领

成员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响应。同时, 拥有数字思

维的领导更加倾向于和外界建立合作, 同时能够

与合作伙伴及时共享最新的数字技术, 这有利于

团队利用数字技术来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冲

击。此外, Paul 和 Tsedal (2022)指出, 拥有数字思

维的领导更能够让其所在群体处于取得成功的有

利地位, 并建立具有韧性的工作人力。基于此, 提

出以下命题:  

命题 3: 领导数字思维对团队数字韧性具有正

向影响。 

3.3.2  团队心理状态(团队认知、团队情感)的中

介作用 

团队心理状态由团队认知和团队情感两部分

组成(Kleine et al., 2019)。本研究认为, 领导数字

思维能够通过正向影响团队心理状态, 进而对团

队数字韧性产生积极作用。 

从认知方面来看, 一方面, 当领导拥有数字

思维时, 其不仅会主动关注最新的数字技术, 而

且会有不断改进团队内数字技术的意识, 这会带

动团队内成员主动去学习新的数字技术, 即有助

于推动团队学习, 并且团队内成员将其领导视为

榜样, 认为跟随具备数字思维的领导后自己也将

拥有利用数字技术解决困难的信心(Alnuaimi et al., 

2022), 即增强了成员的积极认知, 这使得整个团

队能够使用数字技术应对潜在的不确定性, 并且

全体成员即使遇到困难与难题也有立即调整并继

续行动的能力, 从而提升了团队数字韧性。另一

方面, 具备数字思维的领导不仅可以对外界变化

做出迅速回应, 而且能够主动与外界合作并共享

最新技术, 这提升了成员学习新技术的动机, 认

为跟随具备数字思维的领导可学习并掌握更多最

前沿的数字技术及能力, 同时, 具有数字思维的

领导会积极带领下属持续关注数据相关的最新技

术 (郭琳 , 2022), 这有助于增强成员数字效能感

(Gfrerer et al., 2021), 成员主动利用数字技术抵御

外在风险, 从而有利于团队数字韧性的增强。 

从情感方面来讲, 一方面, 具备数字思维的

领导不仅会帮助成员理解数字技术, 而且能持续

优化团队内的数字技术, 这有利于成员保持旺盛

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同时能感受到来自领导与

同事在数字方面的帮助与情感支持(Gfrerer et al., 

2021), 这有助于团队成员及时识别和避免对团队

整体利益不利的潜在矛盾冲突, 团队内高水平的

社交整合有助于提升成员的满意度, 进而有利于

成员面对在各种挑战时 , 应用新的数字技术恢

复、反弹并持续奋进。另一方面, 拥有数字思维

的领导对外界具有较迅速的响应力, 能紧跟数字

技术发展, 努力调动成员去学习新技术, 成员拥

有较高活力并相互交换信息, 这促使成员集中精

力于团队内一致性目标的实现, 并利用数字技术

相互帮助解决问题(Kane et al., 2019), 在这一过

程中, 团队成员间的情感支持得以提升, 成员彼

此间信任不断增强且关系进一步紧密, 进而有利

于成员有效应对和适应外来的潜在冲击。基于此, 

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4: 团队认知(如团队学习、集体数字效

能感)在领导数字思维与团队数字韧性之间起中

介作用。 

命题 5: 团队情感(如团队活力、数字化情感

支持)在领导数字思维与团队数字韧性之间起中

介作用。 

3.3.3  数字任务特征的调节作用 

已有研究(如 Rego et al., 2019)表明, 任务特

征是重要的调节变量, 影响着领导与团队产出的

关系。基于现有关于任务特征的分类及界定(Leung 

& Wang, 2015), 同时结合数字化的特性, 本文将

数字任务特征分为数字任务互依性、数字任务复

杂性和数字任务智力性三种类型。数字任务互依

性是指成员在数字执行和完成数字任务时需要协

调和互动的程度(Ogbeibu et al., 2021)。数字任务

复杂性是指数字任务本身的易分析性、数字任务

过程和结果可预见的程度。数字任务智力性是指

数字任务基于特定概念系统(如数字或行事逻辑)

的可证明正确的决策和解决方案(Leung & Wang, 

2015)。我们认为, 数字任务特征在领导数字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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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团队数字韧性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且以团队

心理状态(团队认知、团队情感)为中介。 

第一, 当数字任务互依性水平高时, 成员要完

成数字任务仅仅依靠自身掌握的数字信息资源时

无法达到的, 需要接受他人的信息和资源(Ogbeibu 

et al., 2021)。此时, 具备数字思维的领导可以为成

员提供充分的数字化技术指导及相关信息, 成员

主动学习并有信心克服完成数字任务过程中遇到

的挫折, 同时成员间相互帮助与支持, 从而有利

于提升团队数字韧性。此外, 随着数字任务互依

性水平的提升, 团队内数字任务需要所有成员共

同完成, 每位成员对数字任务的完成均起到一定

作用, 成员间更加注重合作与交流。此时, 成员在

拥有数字思维的领导带领下凝聚力更强, 能为他

人提供数字化情感支持, 同时全身心投入到数字

任务中去, 从而进一步促进团队数字韧性水平的

提升。 

第二, 当数字任务复杂性水平高时, 为了完

成任务 , 成员需要更多的交流与讨论 (Leung & 

Wang, 2015)。频繁的讨论与交互提升了成员间一

致性理解, 这有利于成员认识到拥有数字思维领

导的重要性, 成员将领导视为模范, 有利于促进

成员更加积极地学习数字技术, 并且能增进成员

在数字技术方面的相互帮助, 从而有利于提升团

队数字韧性。此外, 随着数字任务复杂性的提升, 

成员面临由数字技术带来的更大的压力以及不可

预测的风险 , 此时 , 由于领导具备数字思维 , 其

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成员的心理不安全感, 并鼓

励成员彼此支持, 相互学习, 并提升团队集体性

数字效能感, 从而有利于促进团队数字韧性。 

第三, 当数字任务智力性水平高时, 集体性

决策往往比个人更为有效, 同时, 任务智力性水

平高时, 正确的决策及解决方案更有可能由团队

产生。此时, 具备数字思维的领导与成员相互配

合解决团队中遇到的困难, 成员将具有高水平的

数字效能感, 并能相互信任, 从而有利于提升团

队数字韧性。此外, 随着数字任务智力性的提升, 

成员更加聚焦于数字任务的完成, 需要成员共同

努力思索才能获得问题的解决方案 (Leung & 

Wang, 2015), 此时, 在具备数字思维领导的带领

下, 成员将更加努力地完成数字任务, 并且能够

彼此提供情感上的支持与鼓励, 从而提升了团队

数字韧性。基于此, 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6-1: 数字任务特征(互依性、复杂性、

智力性)调节领导数字思维与团队心理状态(团队

认知、团队情感)的关系。即数字任务(a)互依性; (b)

复杂性; (c)智力性水平越高, 领导数字思维对团

队心理状态的影响越强。 

命题 6-2: 数字任务特征(互依性、复杂性、

智力性)调节领导数字思维与团队数字韧性的关

系, 并以团队积极心理状态(团队认知、团队情感)

为中介。即数字任务特征水平高时, 领导数字思

维通过团队积极心理状态影响团队数字韧性的效

果越强。 

3.3.4  团队层面社会交换关系的调节作用 

团队层面社会交换关系包括领导−领导交换

关系(leader-leader exchange, LLX)、领导−成员交

换关系(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团队−成

员交换关系(team-member exchange, TMX)。LLX

是指团队领导与其上级的交换关系(Tangirala et al., 

2007)。LMX 是指团队领导与成员的交换关系(Li 

& Liao, 2014)。TMX 是指个体与团队中其他成员

的交换质量(Tse, 2014)。我们认为, 团队层面社会

交换关系在领导数字思维与团队数字韧性间起到

正向调节作用, 且以团队心理状态为中介。 

第一, 当 LLX 水平高时, 领导能够将对组织

有价值的想法传达给上级领导 (Tangirala et al., 

2007)。高水平 LLX 的领导对于组织具有更积极

的个人导向, 并时刻以团队核心价值为中心开展

工作(Tangirala et al., 2007), 此时, 成员将更倾向

于把拥有数字思维的领导视为学习的榜样, 努力

学习新数字技术, 并能保持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工

作中, 从而有利于提升团队数字韧性。此外, 随着

LLX 水平的提升, 领导在组织中拥有更高的地位

(Herdman et al., 2014)。此时, 具有数字思维的领

导作为组织中的“圈内人”, 其能力得到一致的认

可, 成员更有信心跟随领导解决团队中遇到的各

种数字化难题, 同时成员间能够相互支持与帮助, 

从而有利于促进团队数字韧性水平。 

第二, 当 LMX 水平高时, 领导更加关注成员

的需求, 对成员抱有更高期许, 能给予成员在数

字资源等方面更多鼓励与支持(孙健敏 等, 2018)。

此时, 具有数字思维的领导更能得到下属的信任

与认可, 能够主动地向领导学习, 同时高效地完

成团队内任务, 这有利于提升团队数字韧性。此

外, 当 LMX 水平高时, 领导与成员关系密切(Goo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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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mmarino, 2016)。此时, 具有数字思维的领导

能够及时地将自己拥有的关注数字技术方面的信

息及知识等传递给成员, 这有利于成员具有更高

水平克服挫折的自信心, 同时能全心投入到工作

中, 从而有利于提升团队数字韧性。 

第三, 随着 TMX 水平的提升, 成员和同事间

形成相互信任、彼此尊重及共同合作的关系(邱功

英, 龙立荣, 2014), 这增强了成员间的凝聚力。此

时, 成员更听从拥有数字思维的领导指挥, 能够

主动学习, 并投入时间和精力完成团队内的任务, 

从而有利于促进团队数字韧性的提升。此外, 当

TMX 水平高时, 成员间信息交换密切, 这增进了

成员彼此间的知识整合(Shih & Wijaya, 2017)。此

时, 成员能主动吸收领导的关于数字方面的想法

与观点, 并用于解决团队任务中, 成员相互帮助

与情感支持, 有利于提升团队数字韧性水平的提

升。基于此, 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7-1: 团队层面社会交换关系调节领导数

字思维与团队心理状态(团队认知、团队情感)的关

系。团队层面(a)LLX; (b)LMX; (c)TMX 水平越高, 

领导数字思维对团队心理状态的关系越强。 

命题 7-2: 团队层面社会交换关系调节领导

数字思维与团队数字韧性的关系, 并以团队积极

心理状态(团队认知、团队情感)为中介。即团队层

面社会交换关系水平高时, 领导数字思维通过团

队积极心理状态影响团队数字韧性的效果越强。 

4  理论构建与创新 

本研究试图构建领导数字思维的理论模型 , 

厘清领导数字思维的概念内涵及其结构维度, 将

领导具备数字思维的现象进一步概念化、可操作

化, 同时系统地揭示内、外部因素对领导数字思

维的影响, 以及领导数字思维对团队数字韧性的

作用机制 , 从而推动领导数字思维研究的发展 , 

并增进对领导数字思维的认识, 为组织培养领导

数字思维以及领导本人有意识地训练自身数字思

维提供理论指导与方法引领。 

数字技术的涌入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行

为方式与社交方式。为了在数据驱动与算法驱动

的环境中继续生存, 增强组织中领导者对数字化

的基本认识与底层逻辑, 同时提升对数字化发展

趋势的预判能力, “领导数字思维”这一新构念逐

渐引起企业家与学者的关注。然而, 现有研究对

于领导数字思维的认识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并

且有必要聚焦于这一核心构念进行深入、全面地

探索, 以拓展并深化领导数字思维这一理论领域

的发展。基于此, 本研究明晰了领导数字思维的

概念内涵及其结构维度。进一步地, 结合特质激

活理论, 外在情境因素(如数字培训、数字激励、

数字氛围)与领导内在因素(如开放性、前摄性、尽

责性)的交互作用有助于领导数字思维的形成, 这

为培养领导数字思维提供了新思路。最后, 探究

了领导数字思维对团队数字韧性的潜在作用机制, 

本研究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提出, 领导数字思

维通过影响团队认知、团队情感“双通道”进而作

用于团队数字韧性, 并且数字任务特性、社会交

换关系在以上关系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 本文揭示了领导数字思维的重要性、内涵及

特征, 为后续相关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并增进

了关于领导数字思维的认识与理解。目前关于数

字思维的定义并不一致, 学者们主要从能力、态

度或行为等角度对数字思维进行界定, 并且至今

关于领导数字思维的概念及内涵仍处于初步探索

阶段。因此, 本研究试图阐明领导数字思维的重

要性以及厘清领导数字思维的概念定义及关键内

涵维度, 具体地, 本研究通过对数字思维与数字

情境下其他思维区别的综述揭示, 领导数字思维

兼具自我导向和情境导向两方面, 分别对应包含

数字理解能力、持续优化信念维度, 以及敏捷响

应能力、合作共享观念维度, 共计 4 个维度。以

上研究发现不仅有利于推动领导数字思维这一新

兴研究主题的发展, 而且还将有助于进一步将数

字化融入领导力理论研究文献, 为领导数字思维

提供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 并推动领导数

字思维这一概念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的发展和应

用。此外, 此项工作也为后续学者们深入考察领导

数字思维的影响因素以及作用效果奠定了基础。 

第二, 本文挖掘出影响领导数字思维的内、

外在因素 , 有助于拓展领导数字思维的前因研

究。培养与激发领导的数字思维逐渐成为组织及

领导本人关注的焦点, 然而当前大多企业对于培

养领导数字思维的有效措施与途径仍在摸索中 , 

且有关领导数字思维的前因研究仍处于起步阶

段。虽然已有学者分别探究了情境因素和个体内

在因素对其他领导思维(如领导底线思维、领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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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思维等)的影响, 但是对数字化情境因素以及领

导自身因素如何影响其数字思维的研究还有待探

索与验证。本研究结合现实情境及特质激活理论, 

考察情境因素与领导内在因素的交互对领导数字

思维的影响。这不仅使领导有意识地锻炼自身的

数字思维提供扎实的理论指导, 而且也为组织培

养领导数字思维提供有效的指导性行动指南。此

外, 本研究也呼吁学者们对于领导数字思维的前

因进行深入地探讨。  

第三, 本文打开了领导数字思维与团队数字

韧性之间的作用“黑箱”, 拓展了领导数字思维的

结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目前关于领导数字

思维效能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仍十分欠缺。同

时, 虽然 Paul 和 Tsedal (2022)提及, 领导数字思

维会对团队韧性具有潜在正向影响, 但是尚未有

学者具体论述并验证领导数字思维如何积极作用

于团队数字韧性, 以及哪些情境因素会影响二者

间的关系。本研究从社会信息加工的理论视角出

发, 打开领导数字思维对团队数字韧性影响机制

的黑箱。本研究首先论述了领导数字思维对团队

数字韧性的积极影响。其次, 辨析了领导数字思

维影响团队心理过程(团队认知、团队情感)进而积

极作用于团队数字韧性。最后, 分别探讨了数字

任务特征、社会交换关系在领导数字思维于团队

数字韧性间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不仅有助

于深化人们对领导数字思维有效性的认识, 在理

论上考察领导数字思维对团队数字韧性的作用机

理, 而且也期望能够为学者们带来更多启发, 进

而结合其他理论视角进一步关注领导数字思维的

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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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 digital mindset: Conceptualization and mode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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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t digitalizing is waiting for death, and digitalizing is seeking death” has become the biggest 

dilemma faced by many enterprises in the digital era. The main reasons are that leaders in organizations lack 

the basic cognition and underlying logic of digitalization, and the ability to predic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digitalization. Thus, it is critical to fully understand what leader digital mindset is and train leaders to have 

digital mindset and give full play to its effect. This study will first explore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s of 

leader digital mindset. Secondly, based on the trait activation theory,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xternal situational factors and internal self-factors on leader digital mindset is investigated.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leader digital 

mindset on team digital resilience. This study will promote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leader digital mindset, 

expand and enrich the frontier issues in the field of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lso,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organizations to cultivate leader digital mindset and 

for leaders to consciously train their own digital mindset. 

Keywords: leader digital mindset,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eam digital resilience, team psychological 

states 

 


